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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語錄》 
在日本的傳播初探

●曹嗣衡

摘要：《毛澤東語錄》象徵着毛澤東思想，是文化大革命中平民與紅衞兵都手執一

本的小書。其海外傳播亦盛，特別在日本，《毛語錄》日譯本版本之多，是《毛語

錄》海外傳播的一大特徵，當中不僅有中國官方的譯本，也有日本本土多種譯

本，曾引起搶購，形成熱潮。除市面發行出版這一恆常渠道外，《毛語錄》在日本

傳播的方法有公開的，亦有地下的；有具體的，也有無形的。日本社會本身對

《毛語錄》具有需求：一般人透過《毛語錄》了解中國以至日本社會本身，商人去政

治化地視《毛語錄》為工具書。本文考察了1966年末至1972年間《毛語錄》在日本

傳播的軌迹，指出《毛語錄》在日本形成熱潮的原因，不只是在於中國意識形態的

主動輸出，更是日本民間積極接受、主動傳播的結果。

關鍵詞：《毛澤東語錄》　毛澤東思想　日本新左翼　文化大革命　中日關係

一　導論

《毛澤東語錄》（初名《毛主席語錄》，以下簡稱《毛語錄》）於1964年在中

國編印成書，最初只在軍隊內部發行，後於1966年末正式公開出版，一直到

1979年初停止發行。《毛語錄》在中國掀起的熱潮正值文化大革命（1966-1976）

的十年之間，是紅衞兵必備的鬥爭工具。就在《毛語錄》正式發行之際，一海

之隔的日本幾乎在同一時間引入，陸續發行了多種《毛語錄》日譯本，受到日

本讀者追捧，形成一陣熱潮。民間亦有宣揚及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組織，如

1968年在大阪成立的毛澤東思想學院舉行「講習會」，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1。1960年代起，日本各大學不斷出現學生運動，學生反對日本

共產黨（日共）放棄武裝鬥爭的議會路線，隨之分裂出為數眾多的新左翼組

織。但新左翼各種血腥內鬥，加之1972年2月末聯合赤軍在淺間山莊脅持人

＊	非常感謝匿名評審與編輯的詳細審閱與修改建議，謹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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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和與警方駁火（「淺間山莊事件」）的暴行，被電視直播聲色俱備地暴露在日

本人眼前，「新左翼」、「革命」、「社會主義」自此名譽掃地2。各種新左翼運

動及組織盛行乃至愈加激進之時與文革時期吻合。《毛語錄》在日本流行的情

況，與日本政治環境、社會狀況，關係可謂相當密切。

毛澤東作為一位卡里斯瑪型領袖，與之相關的歷史研究、人物研究、文

學研究可謂不計其數，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海外傳播亦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 

如藍詩玲（Julia Lovell）《毛主義：一部全球史》（Maoism: A Global History）展

示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如何在歐美、南美洲、非洲、印尼、印度等

地，或於過去、或於目前持續發揮影響力3；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

的中國與世界》探討了毛澤東思想對新加坡左翼運動，以及古巴、越南等國 

的影響4。也有一些著作深入探討毛澤東思想對某一地域的影響，如沃林

（Richard Wolin）《東風：法國知識份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分析當時法國的知識份子如何受毛澤東思想影響，藉此推動法國的政

治進程5；還有不少地域性的研究，囊括美國、西德等地，在此不贅。

相比之下，關於《毛語錄》海外傳播的相關研究較少。上引程映虹著作的

日譯本中有一章論及《毛語錄》的世界傳播，略述《毛語錄》對坦桑尼亞、阿爾

巴利亞、印度、西歐，以及美國黑人解放運動的影響6，其基本觀點來自 

庫克（Alexander C. Cook）編《毛澤東的小紅書：一部全球史》（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該書是極少數以《毛語錄》為主軸的論文集，不少文

章討論了作為毛澤東思想實體象徵的《毛語錄》如何在世界各地產生影響力7。 

當然，有論者以日本為中心，分析文革對日本的衝擊，以及日本人理解文革

的方法8，但上著以全球史角度分析毛澤東思想或《毛語錄》海外傳播時，都

幾乎沒有提及日本。

事實上，社會制度未必與《毛語錄》傳播的順利與否有直接關係，它在奉

行資本主義的意大利、西德和法國頗受囑目，反而在奉行社會主義的南斯拉

夫不怎麼受歡迎9。日本與中國的地理接近，雙方語言隔閡較少，可以想像

《毛語錄》在日本的傳播比其他國家相對容易。但《毛語錄》在世界各地的傳播

常遇上翻譯困難。例如東非沒有老虎，非洲的史瓦希利語中沒有「老虎」一詞， 

所以《毛語錄》反覆提起的「紙老虎」（paper tiger）在史瓦希利語譯本中被翻譯

成「紙豹」（paper leopards）bk。

此外，日本人有讀《毛語錄》的需求。1960年代末日本從戰後的頹垣敗瓦

中翻身，成為經濟大國。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日本仍有相當多社會陰暗面，

例如在熊本、新潟的水俁病等公害問題；東京山谷地區、大阪釜崎地區的貧

窮問題；越戰爆發，日本作為美軍「特需」基地，使戰後「被教授反戰和平與平

等理念」的年輕一代充滿罪惡感和加害者意識bl。1960年，岸信介政府強行通

過新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埋下人們懷疑議會民主制度的種子。張雅晶點

出文革爆發給予部分日本人的意義，即「不曾被懷疑過當作價值基準的『現代

合理主義』受到質疑，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不少人想從『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

思想中找到新的東西」bm。這些人未必對文革有充分了解，也並非完全認同紅

衞兵的行為，但文革的出現給予日本年輕一代思考、想像日本何去何從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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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機，在既存制度下尋找新的可能bn。《毛語錄》遂成為一種理解中國的便宜、

便捷工具。

鑒於《毛語錄》與日本關係的研究相當匱乏，本文將就《毛語錄》在日本的

傳播作一初步考察。本文以1960、70年代中日報章、《毛語錄》日譯本（包括

中國官譯本及日本本地譯本）及其他日語文獻等原始資料為基礎，探討1966年

末至1972年間《毛語錄》在日本傳播的軌迹，以了解《毛語錄》在日本的翻譯、

銷售情況，讀者接受，傳播方法和目的，以及其在日本傳播的推動力，指出

輕巧易讀的《毛語錄》作為體現毛澤東思想的實物，之所以能在日本一度流

行，主因並非只在於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動輸出，而是日本民間對其積極

接受與主動傳播。

二　《毛語錄》在日本的傳播概況

1966年10月，中國開始印刷外語版《毛語錄》並對外發行。1967年初，國

務院外事辦公室發出通知，說明發行外語版《毛語錄》是「頭等重要的政治任

務」，其目的在於「向世界人民宣傳毛澤東思想」bo。文件反映了官方對傳播

《毛語錄》的重視與主動性，亦透露出翻譯為《毛語錄》於海外傳播毛澤東思想

的最主要手段，日本當然不是例外。

（一）《毛語錄》的日譯本、銷量與讀者

文革首年，《毛語錄》在日本已有即時需求。全球大部分 

的外語版《毛語錄》皆由中國官方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然而首本

在日本公開發售的《毛語錄》卻非中國官譯本，而是由日本國內

的社會主義研究所毛澤東語錄研究會翻譯、宮川書房出版的版

本（以下簡稱「研究會譯本」），該書於1966年11月1日印刷發

行bp。雖然在此之前，最遲於同年9月末已有日語版的《毛語

錄》出現在北京的酒店、車站bq，但在中國官譯本真正於日本

發售（11月19日在名古屋舉行的中國經濟貿易展覽〔以下簡稱

「名古屋經貿展」〕）前，已有幾種版本公開發售，引起搶購熱潮。 

除全文翻譯、節選本之外，還出現掛牆式設計的《毛語錄》br。

值得關注的是，《毛語錄》日譯本是1960年代至70年代中最多

翻譯版本的外語版bs。比起大部分國家只有中國官譯本，如西

班牙、捷克等，日譯本的出版者、譯者明顯更多元化，既有來

自左派、右派的學者，又有與政黨關係密切的研究會（下詳），

亦有記者涉及《毛語錄》的出版bt（表1），這種多元化的翻譯情

況於《毛語錄》的海外傳播上是特別的現象。除了中國官譯本

外，1966年在日本發售的多種本地譯本幾乎都在出版後才獲得

中國官方事後同意翻譯ck。

首本在日本公開發售的《毛語錄》是1966年11月	

1日由社會主義研究所毛澤東語錄研究會翻譯	

的版本。（圖片來源：社會主義研究所毛澤東語

錄研究會譯：《毛澤東語錄》〔東京：宮川書房，

1966〕，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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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毛語錄》日譯本出版情況

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及在日本公開
發售日期

尺寸（厘米）

外文出版社 《毛主席語錄》 外文出版社，1966年
11月19日

13×9

社會主義研究所毛
澤東語錄研究會

《毛澤東語錄》 宮川書房，1966年11月
1日

17×10.5

中島（嶋）嶺雄監
修，市村水城譯

《全譯毛澤東語錄》いずみ書院，1966年
11月25日

17×10.5

和田武司、市川宏《毛澤東語錄》 河出書房新社，1966年
12月10日

18.5×11.5

竹內實 《毛澤東語錄：付． 

奪權鬥爭を論ず》

角川書店，1971年10月
25日

14.8×10.5

中嶋嶺雄 《毛澤東語錄》 講談社，1973年6月
15日

14.8×10.5

竹內實 《毛澤東語錄》 平凡社，1995年12月
15日

16×11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毛語錄》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在日本的銷量亦可反映它起初的熱賣情

況。研究會譯本推出不足十日已三刷發行；《毛語錄》在一個月內成為日本的

暢銷書cl。《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報導，從1966年11月研究會譯本出

版後至1967年1月下旬，各版本的《毛語錄》已售出超過215,000本或更多cm。

《讀賣新聞》與中國的《人民日報》則同樣指出，從1966年11月至1967年3月

初，《毛語錄》在日本賣了約三十萬冊，中國官方對此十分滿意cn。這些現象

證實了當時市場對此書的爆發性需求。

《毛語錄》的銷售具有持久性，直至1972年初在一般讀者中仍有穩定的銷

售量（下詳）。《毛語錄》的日譯本種類繁多，其總銷量難有極準確的統計數字。 

自1967年起，雖然沒有足夠資料證明此後數年各種日譯本的銷售情況，但從

兩類情況可得知《毛語錄》有穩定的需求：第一，持續有新的日譯本出版。左

派學者竹內實受角川書店邀請，而右派學者中嶋嶺雄受講談社邀請，分別在

1971及1973年出版新的日譯本co。兩書的銷售情況已經無從稽考，但在市面

上已有各種譯本的情況下再推出新的譯本，出版商必然會考慮其商業價值。

可見在多種譯本的競爭之中，當時的日本市場仍可容納新的譯本。第二，全

日本大大小小的中國物產展持續銷售《毛語錄》。物產展並不是純粹的商業買

賣活動，往往與左翼意識形態緊密聯繫，呼應中日的政治局勢。中日兩國共

產黨在1966年上半年正式決裂，不久後文革導致日共內部分裂，連帶與日共

關係密切的「日本中國友好協會」亦分裂為親中共及批判中共兩派cp，其中親

中共、立場鮮明地支持毛澤東與文革的一派以「日本中國友好協會（正統）」為

名，積極舉辦各種促進中日關係、反右的活動。該會在日本各地成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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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自1967年起頻繁主辦或協辦中國物產展，售賣中國物產，以及與中國、毛澤

東、文革有關的書籍，包括《毛語錄》、《毛澤東選集》等，作為宣揚政治主張、 

招攬會員、增加收入的手段。這些物產展售賣的《毛語錄》是中國官譯本。從

該會機關報《日本與中國》關於1968至1971年物產展的零散報導可以推斷， 

平均每場約有0.6%至1.2%的人購買《毛語錄》，其銷售情況在1972年下半年

呈下滑趨勢，平均只有約0.1%的人購買cq。

1970年代初中日關係好轉亦有助《毛語錄》的銷情。中美「乒乓外交」以及

中日關係轉好，加上1971年3月的乒乓球世界錦標賽剛好在日本名古屋舉

行，掀起了新一股「中國熱」。日本的東方書店指出，單在4月已賣出了超過一

萬本《毛語錄》，一些書店在一至兩星期內也能賣出四十至五十本cr。當時的

《日本與中國》也大力打着中日友好、中日復交的旗號進行活動，如上所述，

1971年入場中國物產展並購買《毛語錄》的平均比率比往年為高。總的來說，

1971年《毛語錄》的銷售速度及爆發力雖比不上文革初期，但仍有一定銷售量。

另外，當時日本民間可能亦有秘密出版《毛語錄》（下詳），使該書在日本

的整體銷量難以估計。儘管無法準確掌握《毛語錄》在日本的確實銷量，但從

其熱賣現象可見：第一，在中國官方主動輸出意識形態之外，當時的日本

人，特別是陷於思想空虛、懷疑現代主義價值的年輕一代，有從了解現代中

國、文革、毛澤東思想而思考自身社會的殷切渴求cs，《毛語錄》的翻譯與引

入可謂順理成章；第二，日本人對《毛語錄》的好奇與接受深受中日關係影響， 

隨着兩國在1970年代初外交關係改善，日本人對中國事物興趣日生，對中國

製產品、食物都產生興趣，亦有助於保持《毛語錄》的銷情。

《毛語錄》的日本讀者涵蓋各階層。若從年齡劃分，包括學生、上班族，

有書店指「比起年輕人，有更多中年、老年層」購買《毛語錄》，亦有大學研究

室、工會大量購入ct。大學生也讀《毛語錄》，在1968至1969年反對東京大學

政策的「東大鬥爭」中，文革標語「造反有理」被掛在校門外，示威學生的頭盔

上寫着「毛澤東思想萬歲」。曾參與「東大鬥爭」的共產主義者同盟ML派（全稱

為「日本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盟」），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新左翼組織；後來

的聯合赤軍等激進左翼亦受毛澤東思想影響dk。在學術界，左派學者竹內

實、右派學者中嶋嶺雄等，皆各自翻譯《毛語錄》並撰寫文章分析加以褒貶，

不同觀點的中國研究學者皆積極討論；在政界，主要是左傾政黨及親中派政

治人物明顯對《毛語錄》的出版相當熱情，且對其評價極高；至於社經地位較

低的勞動階級，在1960至70年代於東京山谷地區、因日僱勞動者的生計問題

而引發的連串騷亂中，也舉辦讀《毛語錄》的周會；在金融商業界，不少商業

領袖、經濟評論家甚至視《毛語錄》為營商、打「企業戰爭」的秘笈dl。

明顯地，日本人閱讀《毛語錄》，不只因為中國官方積極「輸出革命」，當

然日本的親中勢力積極與中國唱和，表達政治主張，並身體力行吹捧《毛語

錄》，但亦不能忽視日本社會本身對《毛語錄》具有需求。一般人透過《毛語錄》

了解中國以至日本社會，也有商人與企業領袖去政治化地視《毛語錄》為工具

書，嘗試在企業營商時加入毛澤東思想元素。這種外在與內在的力量，導致

日譯本種類之多冠絕所有外語版本，成為《毛語錄》海外傳播的一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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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語錄》的傳播方法

中國官方與日本民間熱切且主動地傳播《毛語錄》，亦體現在多變、複雜

的傳播方法之中。除市面發行出版這一恆常渠道外，《毛語錄》在日本傳播的

方法有公開的，亦有地下的；有具體的，也有無形的。日本民間亦非被動的

接受者，而同樣透過不同方法，積極宣傳《毛語錄》。

如前所述，市面出售與商業貿易活動是《毛語錄》在日本最普遍的傳播手

段。早於1966年11月初，《毛語錄》日譯本已在日本書店發售，引起搶購潮，

而於同年11月19日開幕、12月11日閉幕，由中國官方主辦、日中友好協會

（正統）協辦的名古屋經貿展則是另一引發《毛語錄》熱潮的契機。為期二十二

日的名古屋經貿展，發售與中國相關的產品如農產品、工業製品，以及大量

毛澤東著作、《毛語錄》、無產階級革命相關著作等。展覽總入場人數約220萬

人，銷售額達2億5,000萬日元dm。《毛語錄》是當中銷量最佳的產品之一，並

獲中日兩國的媒體爭相報導。中國相當重視這場經貿展，並不視之為純粹的

商業貿易活動，而聚焦在它的政治宣傳作用。曾任中國外交官、協助廖承志

處理對日半官方業務的蕭向前在展覽開幕前表明，展覽有兩重意義：第一，

強化中日友好與經貿關係；第二，展示毛澤東的著作、文革相關的相片與書

籍，具體介紹中國人將文革「幹到底」的決心dn。在名古屋經貿展舉辦之初，

《人民日報》連續兩日大篇幅報導展覽盛況，肯定了展覽成功於日本散播、宣

傳毛澤東思想，令《毛語錄》大受歡迎的價值do。

名古屋經貿展的成功奠定了以物產展銷會傳播毛澤東思想的策略，物產

展成為販賣《毛語錄》的重要方式。前面提到，日中友好協會（正統）等親中團

體於1967至1972年間於全日本舉辦或協辦中國物產展，走遍每一個都道府

縣，部分物產展亦會每年舉行。物產展亦不時與照片展、電影展同時舉辦，

以文娛映像宣揚毛澤東思想。日中友好協會（正統）曾藉一名日本商社代表之

口，表達對日本各地的中國物產展的看法，指出這些物產展是「在擴大友好運

動的鬥爭之中的人民鬥爭」；因為這些物產展既帶來收入，又能有效宣揚政治

信息，且不時受到反對者滋擾，故是「鬥爭中的鬥爭」dp。這些物產展遍及整

個日本列島，入場人數從數十人至數十萬人不等，規模大小不一，無孔不入。

親中團體亦走入大學宣揚政治信息。大學是日本左翼及新左翼運動的基

地之一，此時學生運動受日共與中共的決裂影響，反對日共對華政策的學生

轉而加入新左翼陣營，進一步壯大新左翼內的「中國系」，而親中勢力繼續試

圖對新左翼發揮影響力，佔據學生運動版圖。1968年末，《日本與中國》以一

個多月的專欄「學園祭與中國」介紹十多間國立與私立大學推廣中國的活動，

例如日中友好協會（正統）的早稻田大學支部在校園內舉行以「毛澤東思想與世

界革命」為題的照片展；該會也曾在福岡的西南學院大學播放與中國相關的電

影、舉行研討會，當然也順道售賣中國書籍與物產dq。

除公開發行以外，也有地下傳播《毛語錄》的例子，反映《毛語錄》在日本

傳播的複雜性。日共曾猛烈批評傳媒忽略聯合赤軍基地藏有大量不明來歷的

《毛澤東選集》與《毛語錄》dr。雖然當時傳言日本國內有私下印刷《毛語錄》的

活動ds，但被揭發的例子相當零星。又如有中國人涉嫌違反《關稅法》，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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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路偷運數十本相信是中國官譯本的《毛語錄》入境dt，甚至有載着中文版《毛語

錄》的氣球飄到沖繩ek。關於秘密印刷或循非法途徑入口《毛語錄》，目前所知

甚少。箇中動機、偷運系統等仍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它暗示了當時《毛語錄》

具地下傳播途徑。

《毛語錄》的傳播亦不限於實體紙本書籍的買賣上，亦具無形的、軟性的

範疇，當中涉及層面廣泛，從文娛表演、商業活動、學校教育到電台廣播等範 

疇，都見到《毛語錄》傳播的蹤迹。如同實體《毛語錄》的傳播一樣，既有中國

主動輸出的一面，也有日本本地的推動力。

親中勢力試圖在文化藝術層面上扮演更主動的角色。1966年，圍繞對中

問題，日共發生分裂，支持毛澤東的「日本共產黨（左派）」獨立於日共，以山

口縣為總部所在地，故該縣當時亦被稱為「日本的延安」。縣內的「齒輪座劇

團」與日共（左派）有深厚關係，為了呼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

話〉、學習並實踐當中的「普遍真理」，劇團便創作與《毛語錄》相關的音樂與戲

劇，亦在改編戲劇中加入《毛語錄》的元素，成為宣揚及推廣《毛語錄》的「文藝 

旗手」el。正如當時中國流行着所謂的《語錄歌》一樣em，劇團創作了三首《毛

語錄》相關的歌曲，曲目為〈為勝利而戰〉、〈鼓起勇氣〉、〈踏着血迹前進〉en。

公演時他們亦會一邊唱革命歌，一邊高舉《毛語錄》eo。

除了創作和演唱革命歌，齒輪座劇團也曾改編話劇《野火》以宣傳毛澤東

思想。《野火》原版曾在日本上演超過一百五十次ep，劇作以日本1884年的農民 

起義「秩父事件」為背景，與中國毫不相關。但劇團在文革期間到訪中國時，中

方特意提出要觀看其在日本「具有成果」的劇目，劇團於是選擇對《野火》進行改

編：改變了幕數，加插與《毛語錄》相關的內容，以及農民舉起《毛語錄》的舞台

場景。當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接見了劇團全部團員，加強了他們的名望與影

響力。劇團挾着名望，再次回到日本巡迴演出，全新的《野火》將《毛語錄》實物

及其化為歌舞的內容直接向觀眾展示，成為宣揚毛澤東思想的文藝先鋒。此

劇於1968年在日本全國各地，包括東京等大城市進行巡迴演出，獲得好評eq。

以歌曲、戲劇傳播《毛語錄》的策略都非常直接：第一，將表演項目的內

容與《毛語錄》掛鈎；第二，演出時可以直接展示與揮動《毛語錄》之實物；第

三，獲得中國官方認證、肯定這些文藝團體。

同樣主動引介《毛語錄》的還有日本商界。商界人士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 

從毛澤東思想中探尋營商策略，亦會主動學習、鑽研《毛語錄》。文革期間，

中日商務來往仍然頻密，一些中日企業傾談生意前後會朗讀《毛語錄》er。與

中國有商務來往的日本企業、員工也會學習中文、閱讀《毛語錄》。另外，曾

被稱為「財經界的顧問」、文革時期到過中國的經濟評論家三鬼陽之助，讀完

《毛語錄》後寫下《毛澤東語錄入門：拯救你公司的革命經營戰略》一書，企圖

把代表反資產階級的毛澤東思想、《毛語錄》的內容，轉化為資本主義中的營

商、管理策略。該書多次再版重印，受商界人士追捧es。

中國官方與日本民間的推動，使《毛語錄》的傳播途徑多元化，但是日本

官方亦偶爾構成阻力。例如，學校是《毛語錄》及毛澤東思想傳播的陣地之一： 

親中的華僑學校自不待言，在與中國相關科目的教科書裏，載有關於毛澤東

思想及「毛澤東崇拜」的內容et，而日本的學校亦無可避免受到毛澤東思想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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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影響。當時就有教師帶着自己的政治觀點授課fk。初中教師富田和夫曾

在課堂上解說《毛語錄》，並從毛澤東思想的角度評論時事，又在學生畢業時

私費購買《毛語錄》贈予學生。但日本《教育基本法》訂明，學校「不能進行支

持或反對特定政黨的政治教育及其他政治活動」，富田和夫因而被褫奪教職。

當時的山口縣教育委員會除引用上述《教育基本法》條文外，亦引人事院守則

中禁止發布具政治目的的文書等條文為懲處依據，視《毛語錄》為具政治目的

的文書，這亦可見日本官方對《毛語錄》在校園流通的警戒fl。這一事件也登

上了《人民日報》，獲得高度讚賞，該報亦有其他關於日本學生在學校讀《毛語

錄》的報導fm。與此相對，日本官方則極力避免讓學生接觸到《毛語錄》。從 

中日雙方強烈的態度來看，校園明顯是毛澤東思想傳播的戰場之一。

至於其他傳播方法，既有以中國為主動的，也有以日本民間為主動的。

前者如中國利用無線電波，作為向日本宣揚毛澤東思想、《毛語錄》的渠道。

北京廣播電台在文革時期每天以日語發送《毛語錄》，向日本人宣揚毛澤東思

想。據日共所言，放送的節目每次皆以《毛語錄》開始，以《毛語錄》作結，以

「這裏是北京放送局。日本的同志們，朋友們。現在將播放毛主席的語錄」為

開場白，並時而批評日本政府，也針對性地對日本新左翼組織的活動作正面

評價fn。至於後者，日本亦設有相對秘密的機構研習《毛語錄》。例如，據日

本《官報》資訊，有一個名為「讀毛澤東語錄會」的組織曾被日本官方密切注視， 

從其名字所察，似乎是研讀《毛語錄》的機構，其運作詳情、成員等資料都不

完備，相當神秘，目前缺乏資料作進一步研究。此組織更於1976年更名為「毛

澤東革命研鑽集團」，新名在字面上比前身更具革命意識。但值得注意的是，

它活躍於1973年或之後，至少於1976年仍然存在，與《毛語錄》風行日本的時

期錯開。加上其收入逐年上升，有增無減，但無支出用途資料，相當耐人尋

味fo。儘管目前並無確實證據證明，但在「淺間山莊事件」為標誌的日本新左

翼運動告終後，《毛語錄》可能仍繼續傳播，親中、接受毛澤東思想的團體或

許仍蟄伏於民間持續活動，發揮僅餘的影響力。

從上述可見，《毛語錄》在日本的傳播方法層出不窮。除了市面實體書籍

的銷售外，還出現了更多有形、無形的散播方法。在文藝界、商界、教育界等， 

都有《毛語錄》的傳播痕迹；民間有研讀《毛語錄》的組織，儘管大多細節不

詳，但其傳播之廣非常值得注意。雖然日本官方有時成為《毛語錄》傳播的阻

力，但在當時經濟相對發達、出版相當自由的日本，不同界別都出現了閱讀

《毛語錄》的風氣，他們用自己的方法直接或間接散播此書，吸引不同受眾。

這足以說明《毛語錄》在日本的熱潮不是單一途徑或單一政治力量積極推動的

結果，而是有來自民間的多種力量推動而成。這種來自日本本土的推動力，

比中國官方的政治宣傳更有效推動《毛語錄》的傳播。

三　作為政治傳播的《毛語錄》

《毛語錄》之所以能在日本形成熱潮，應從日本積極接受及傳播毛澤東思

想這一點作解釋。日本不是純粹的接受者，其積極接受或主動傳播的原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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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元化，包括：一、政治目的：承接中國「輸出革命」，宣揚毛澤東思想、鼓吹

本地革命，也為了引進文革。二、學習目的：了解作為鄰國的現代中國、了

解毛澤東及《毛語錄》的政治理念。三、商業目的：以售賣《毛語錄》或相關中

國產品盈利；亦有從《毛語錄》學習毛澤東的領導才能，以應用在經營企業

上。日本固然亦有與中國官方政治目的和應者，但日本讀者光譜之闊和傳播

方法之多變，顯示出日本政治、社會、經濟的複雜性。

（一）具政治意味的譯本

文革期間中國向國外推廣《毛語錄》這一工作最重要的目的是「輸出革命」，

「向全世界普及和推廣毛澤東思想，指導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fp， 

從而推翻帝國主義。《毛語錄》的內文本身，就包含希望對世界傳達的信息fq：

為了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們必須進一步地發展同社會主義陣營中各

個兄弟國家的友好合作，並且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加強團結。我們必

須爭取同一切願意和我們和平相處的國家，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平等

互利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

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鬥爭，我們都

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

《毛語錄》呼籲世界革命、民族獨立等口號與理想，對1960年代日本學生

運動、社會運動參與者而言，無疑具有一定號召力。為了讓其政治信念廣泛

且快速地散布，中國官方出版的《毛語錄》明顯尺寸細小，減輕印刷成本，以

利大量印製，同時方便民眾攜帶，隨時高舉、誦讀，故有「小紅書」之俗稱。

然而從日譯本的尺寸、大小來看，或許已經暗示了《毛語錄》在日本的傳播，

不是純粹為了發揮政治目的。事實上，眾多《毛語錄》日譯本的尺寸都比原書

大，並不輕巧，不一定便利攜帶出門。中國官譯本長13厘米、闊9厘米，與

官方中文版尺寸相同，但所有日本本地譯本的尺寸都比中國官譯本大（表1）。

當然，書的尺寸大小與翻譯後的字數有一定關係，但整體來說，大部分本地

譯本都附上解說文章、評論、註腳、譯者前序或後序等，使它們更像一種知

識讀物，而不是設計成一種便於隨身攜帶、隨時高舉的「小紅書」。

中國官譯本的出版當然是為政治目的，本地譯本的情況則複雜得多。日

本民間翻譯《毛語錄》的主要原因除了商業上有利可圖外，也取決於譯者的翻

譯動機。《毛語錄》日譯本版本不少，不同譯者都具有清晰的政治取向，例如

毛澤東語錄研究會隸屬於名為「社會主義研究所」的日本社會黨內組織，其委

員主要為社會黨成員，其譯本明顯左傾，並支持文革；竹內實1971年翻譯並

出版《毛語錄》，並於1995年修訂再版，他同樣左傾，卻否定文革；右派學者

中嶋嶺雄於1966年監修其中一本《毛語錄》日譯本（市村水城譯），並在1973年

親自翻譯《毛語錄》，他極力批判毛澤東思想；和田武司、市川宏的版本較為

中立，看不出政治立場（表1）。撇除商業因素，這些複雜的政治立場，導致他

們翻譯及出版《毛語錄》的動機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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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會譯本在眾多本地譯本中最為配合中國「輸出革命」的目的，其宣揚

毛澤東思想的意圖一目了然。此譯本在廣告上、書內的推薦語及其發刊辭中

所透露的熱情可證此點。研究會譯本發售之際，當時的眾議院議員兼自由民

主黨顧問、一生致力於改善中日關係的松村謙三對《毛語錄》的推薦發言被刊

登在廣告上，他說：「〔我們可以〕將毛澤東主席與明治維新的西鄉隆盛相提並

論，雖然不能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但〔我們〕亦不得不知道七億人民將

他視為神一般的原因。語錄可說是一本必讀書。」fr以一則廣告而言，他的論

調以了解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狂熱的原因作招徠，吸引消費者購買。他的另一

則推薦語被收錄在研究會譯本裏，雖然同樣將毛澤東比作西鄉隆盛，其論述

卻有更多延伸fs：

我不認為毛澤東的一切都是好的，但其中〔《毛語錄》〕流淌的愛國熱情如

火一樣燃燒，作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平主義的象徵推動着

七億民眾，當看到日本的現狀時，或許大有應該學習的地方。也為了提

振在我國真正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也推薦一讀。

此譯本的目的顯然並非純粹讓讀者了解毛澤東，而是寄望他們能夠好好利用

《毛語錄》所蘊含的毛澤東思想，振興日本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它並不完

全視《毛語錄》為了解中國的鑰匙，反而亟欲指出它有可以學習的地方。松村

謙三在廣告與書內的推薦語呈現兩種不同的方向，而其「本音」藏在書內。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會譯本是唯一完全沒有解說、附註的本地譯本，只

新增一篇簡短的發刊辭，書的封面與封底也採用了相對接近原書紅色的橘紅

色。比起其他富於註釋（如竹內實譯本）、包含延伸閱讀篇章（和田武司、市川

宏譯本及市村水城譯本）的本地譯本，研究會譯本的內容最簡潔，最貼近原書

面貌。社會主義研究所的立場左傾，並推崇毛澤東思想，早在文革初期已正

面評價文革之於中國的價值。其委員楯兼次郎、楢崎彌之助、藤田高敏、大

柴滋夫、野野山一三、鈴木力曾於1966年8月到北京訪問，與中方交流，正

面肯定了文革ft。他們高度評價毛澤東思想與文革，對於象徵文革的《毛語

錄》當然也是趨之若鶩，傳播此書自然不遺餘力。這種態度在研究會譯本的發

刊辭更是溢於言表，毫不掩飾對毛澤東思想的讚揚gk：

現在，毛澤東思想如同惑星〔即行星〕般耀眼地照耀着全世界。在越南，

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人民戰爭游擊戰術，戰勝了美國資本主義的超近

代兵器，又或者，中國自信地說着「雖然文化大革命是現今中國前所未有

的一條道路，但畢竟全世界的人民都會踏上這條道路」，究竟全世界的人

民應該在那裏學習甚麼？特別是作為鄰國的日本，中國的產業發展愈來

愈接近日本，其思想也會對國民帶來有形無形的影響吧。這或許比在這

一百年基督教進入日本後帶來的影響更大。〔因此〕不可以視毛澤東思想

為無物。

將毛澤東思想比喻為「惑星」，無異於紅衞兵將毛澤東比作紅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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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下所催生的產物。其匆忙推出不能說完全沒有在左翼思想熱潮中搶佔商

業先機的因素，但也有急切介紹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動機。從這點看來，研

究會譯本是眾多本地譯本中政治宣傳意味最突出的版本。

（二）日本人對名古屋經貿展的思考與疑問

面對來自中國的政治宣傳，一般日本讀者並不一定對《毛語錄》的政治信

息全盤接納。作為中國官方喉舌的《人民日報》頻繁描繪《毛語錄》在日本受歡

迎的盛況，明顯視《毛語錄》為宣傳革命的政治工具。有關報導集中在1966年

末至1970年初之間，超過二十篇，主要關於日本人閱讀《毛語錄》後的即時反

應、讀後感與評論，描繪了一個洋溢着革命氣息的日本。以1966年名古屋經

貿展的報導為例，報導指出日本人受革命力量的鼓動而迸發出激情，要「打倒

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有人受中日的友誼感動，稱「不論遇到甚麼樣

的狂風暴雨，日中兩國人民的團結和友誼是摧不毀、打不垮」；也有讚揚紅衞

兵英勇的聲音，言及他們「雖然是普通的青少年，但是在毛澤東的英明領導，

就變成了無所畏懼地向舊世界衝鋒陷陣的百萬雄師」gl。多篇報導中所描繪的

日本人情緒相當激昂，彷彿整個日本都受到毛澤東思想鼓動一樣。各地的中

國物產展確實發售《毛語錄》或一些文革、「反修」書籍，但展覽中還有大量

輕、重工業產品，農業食品與工藝品出售，意識形態化的《人民日報》明顯選

擇聚焦在報導與毛澤東思想有關的聲音。

日本社會的聲音多元，當中固然包含對毛澤東思想的激賞，但冷靜審慎

的取態亦不少。名古屋經貿展由中國官方主辦，入場數量驚人，促使協辦單

位日中友好協會（正統）編寫了《友好的橋樑》文集，收錄了四十一名入場人士

（包括從各年齡層學生到一般家庭主婦、勞動者、記者、大學教授及工作人員

等）的感想gm。如前所述，該會屬親中團體，可想而知這些文章應當經過篩

選。但文集所呈現的日本人聲音，與《人民日報》充滿意識形態和戰鬥色彩的文

字完全不同。首先，它雖然吸納了熱情頌揚毛澤東思想的聲音，但不如《人民

日報》般煽情，例如一名勞動者讚揚毛澤東gn：

中國人以毛澤東為中心，心中刻印着那不斷進行革命的精神，以及大寨

精神（憑人民公社集團之力竭盡全力跨越困難，合乎實際地活用頭腦，抵

住任何勞苦的自力精神），相信自己，相信團結的力量，當中有一種思

想，是為了使國家成為互相可以生活得更好的地方，在各個方面也守護

着自己國家的和平。我從展示品中窺探到這樣的思想。

不過，並非全部日本人都對這場經貿展的政治色彩受落，即使他們對中

國抱有興趣，但亦有人有所保留。名古屋經貿展的內容、布置具有濃厚的政

治宣傳意味。會場的入口、周圍插滿五星紅旗，裏面展示毛澤東頭像的刺繡、 

成堆的中國書籍，被《人民日報》認證為在日本成功宣揚毛澤東思想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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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友好的橋樑》中這些已被篩選過的文章來看，裏面確實有高喊「毛主席偉

大」的聲音，也有相當多的日本人表示大開眼界，流露對中國的佩服，深覺中

日友好相當重要；然而，當中的聲音明顯比《人民日報》描繪得更立體，反面

的聲音亦不少：不滿會場擠逼；無法聽清解說員的解說；展品沒有說明、介

紹，也沒有說明展品的小冊子提供；對部分展區幾乎沒有說明人員感到失望； 

會場的食堂並不完善，使人無法久留在會場內觀察與學習；亦有高中生指出

會場只記錄着中國的優點，沒有寫缺點go。

雖然沒有準確數字統計整場名古屋經貿展賣出了多少本《毛語錄》，但它是

會場的暢銷書，且一度斷貨。有日本人讚揚它是「非常精彩的思想書」gp，但這

不等於他們必然照單全收當中的政治信息。整體來說，因編輯者的立場，文

集中所有文章對經貿展的態度基本正面。親中團體以日中友好為目的舉辦及參 

與經貿展，商人可以在對中商貿活動中獲利，但一般日本人從甚麼角度理解這

場以經貿為名的政治活動，因何搶購《毛語錄》？當時名古屋一位中學校長芥

子川律治也參觀過經貿展，回憶會場內「掛了新中國偉大的指導者毛澤東主席

的照片，堆積了那些《語錄》，我有一種感覺，即全會場都在PR〔promote，宣

傳〕毛主席的偉大之處，彷彿在展示中國全體是因為毛澤東才以堅韌的團結前

進」，他理解這樣的意圖，但質疑這種鋪天蓋地的宣傳不是最好方法gq。他認

為比起了解作為領袖的毛澤東一人，日本人更想知道的是作為眾數的人民gr：

關於中國，日本人最希望知道的（除了一部分政治家或經濟人外），

是革命後中國人民的生活（主要是衣食生活），以及對青少年的教育實況

是怎樣的。〔日本人想知道的〕不是透過革命消滅了資產階級，渴望的是

正確地了解一般大眾如何獲得幸福，日常生活怎樣變得和平幸福。

這次展覽會⋯⋯極少展示那種資料，從日本人的立場來看，相當可惜。

會場氣氛雖然熾熱，但他對這場經貿展相當失望，因為它無法展示中國的 

實際情況：「我們真正想知道的，並非毛主席其人，而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進 

展的中國文化、產業和民眾的生活。希望通過那真實樣態正確地掌握中國的

現實。」gs

芥子川律治認為日本人想知道的是中國的現實，是革命後人民的實際生

活。這當然是他的個人意見，不能代表全日本。然而，日本風光的經濟背後

埋藏的陰暗面、國際間冷戰與熱戰交替等環境下，文革的出現促使日本人思

考一種出路，一種「新的東西」；了解中國亦即成為了解日本的可能。「知道」

（知る、わかる）、「想知道」（知りたい）與「理解」成為拆解日本人閱讀《毛語

錄》的動力的關鍵詞，比起專家分析、報章的報導和解說，作為原材料的《毛

語錄》簡單輕巧，提供了一條捷徑予人了解中國。在《友好的橋樑》中，以上關

鍵詞就出現了超過四十次gt。同樣地，對於場地展品說明不足的怨言也有不

少，背後原因也是渴望知道更多。作為外力的中國將《毛語錄》以政治目的帶

到包括日本在內的海外之地，但要了解《毛語錄》在海外傳播的積極性，關鍵

還是在本地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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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中國官方的政治宣傳目的，以知識為目的的傳播稍稍褪去了《毛語

錄》本身意識形態的一面，使《毛語錄》成為一種以窺探中國為表，了解日本前

路為裏的工具。政治宣傳和學術知識這兩種字面上發生齟齬的傳播動力不僅

在實際中沒有矛盾，更顯示了《毛語錄》不一定是狹隘的政治鬥爭工具。

對比研究會譯本，其他本地譯本的政治宣傳色彩明顯較淡，即使是左傾

的竹內實，雖然他否定文革，但其譯本充其量只是表達了對中共的同情、對

國民黨的厭惡；而右傾的中嶋嶺雄，雖然也在譯序中批評中共，但情感不露

骨hk。這些譯本傾向對日本人介紹現代中國、毛澤東思想，視《毛語錄》為知

識普及讀物，借這本簡短小書來打開讀者理解中國的大門。比起印度一些受

教育的青年讀完《毛語錄》而加入納薩爾派（Naxalite）並視之為「聖經」，開展

武裝鬥爭hl，日本似乎有相當多的讀者視之為了解中國的知識讀物。

大部分本地譯本的序言、腰封頁等，都以思考、理解的方向來介紹或推薦 

《毛語錄》。中嶋嶺雄、市村水城在譯序中指出，《毛語錄》「向我們提示了引領

中國革命勝利、現在以文化大革命向全世界挑戰的毛澤東思想。我們不得不

從那裏接受中國革命精神的所在，同時建立一個比我們根據自身思考與判斷

的現代中國觀更完整的東西」hm。作為一種商業出版的讀物，該書的封底提出

了以下問題，以勾起讀者的好奇心：「中國將何去何從？毛澤東正在想甚麼？

因紅衞兵的出現而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既是中國現代史新的大事，也是對

現代世界的新挑戰。⋯⋯這部全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的《毛澤東語

錄》，正是七億〔中國人〕決心的實體、理解動盪中國的鑰匙。」hn封面、封底

及書腰是一本書吸引讀者眼球的最重要地方，我們無法得知有

多少人被這些文字吸引而在書店拿起《毛語錄》，但至少反映出

版商認為「理解中國」的宣傳話語能吸引讀者。「中國將何去何

從」或是「毛澤東正在想甚麼」？——思考這些問題並尋找答案， 

理解中國當下的形勢，正是閱讀此書的理由。

「理解」是日本人讀《毛語錄》的關鍵詞之一，將《毛語錄》

比喻為「理解中國的鑰匙」亦不獨出現於此譯本。在報章廣告，

出版商也以「理解中國」、「占卜今後中國動向的鑰匙」等字眼

吸引讀者。和田武司、市川宏譯本在報紙的銷售廣告上亦有

「鑰匙」的比喻，出版商河出書房新社認為在中蘇對立、中美危

機之中，《毛語錄》正是「理解中國的鑰匙」ho；為了深化讀者

對毛澤東本人的了解，譯本附有竹內實的〈毛澤東傳〉。同書的

再版廣告中，更明確指出閱讀《毛語錄》可解開「席捲中國的紅

衞兵的能量」之秘密hp。

我們不妨以本地譯本與中國官譯本廣告作對比，後者的宣

傳用語完全相異：「若認真地思考人類的未來，撇除毛澤東思想

則不能活下去。毛主席語錄是毛澤東思想真髓的累積，是引導

世界人民的生活與戰鬥勝利指標的書。」hq中國官方的廣告為了

宣揚政治信息，欲以《毛語錄》啟發日本人，視毛澤東思想為生

和田武司、市川宏譯本的書腰文字強調《毛語錄》

對理解中國的重要性。（圖片來源：和田武司、市

川宏譯：《毛澤東語錄》〔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1971〕，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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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與戰鬥的指標、活下去的必需品，與日本出版商視之為了解中國的工具明顯

不同。本地譯本的廣告，反映了在逐段計算廣告費的報紙上，出版商認為最能

吸引讀者購買《毛語錄》的理由，正是學習知識。不少毛澤東言論譯本或關於毛

澤東思想的書籍腰封都有類似的宣傳字眼，例如記錄毛澤東談話的《毛澤東的言

詞》書腰文字：「結集人民巨大的力量，將這偉大歷史的創造化為可能的毛澤東

思想是甚麼？」hr和田武司、市川宏譯本的書腰文字則再次強調《毛語錄》對理解

中國的重要性：「為了理解左右70年代世界史動向的中國，不得不知道毛澤東其

人及思想。《語錄》與《毛澤東傳》說明革命的根本原理，是現代人必讀之書。」hs

《毛語錄》在日本成為理解中國國情、革命與毛澤東的入門書。這一基調

即使在文革衰退、日本新左翼運動退潮時仍然沒改變，始終視《毛語錄》為「占

卜今後中國動向的鑰匙」ht。在報章上的書評亦認為《毛語錄》包含了「由毛澤

東獨自的哲學所支持的關於政治、社會的新鮮看法」，所以它適合希望「掌握

中國正在進行的事的背景」的日本人閱讀ik。與中國試圖以《毛語錄》「輸出革

命」的強烈政治意識不同，日本傾向以了解中國、推測中國未來等「去政治化」

的方式作商業招徠。兩者目的截然不同，但在實際運行中並沒有抵觸，甚至

可以說不同的傳播目的都推動了《毛語錄》在日本的傳播。

五　以《毛語錄》為營商秘笈

《毛語錄》傳播之廣泛，不限於附和中國的政治理念者或為了解中國形勢

的讀者，那些被視為公害問題的罪魁禍首與戰爭幫兇的企業家，某程度上亦

對《毛語錄》感興趣；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內利益群體中也有對卡里斯瑪型領

袖毛澤東感興趣者。日本經濟發展蓬勃，商場上的弱肉強食、企業間的互相

競爭被視為「企業戰爭」，其激烈程度亦吸引資本家注意到《毛語錄》的領導策

略。隨着文革由盛轉衰，加上日本的新左翼運動逐漸被離棄，人們對文革失

去幻想，作為政治書籍的《毛語錄》在1972年後銷情減退，但商界對《毛語錄》

去政治化的理解，使《毛語錄》在日本的生命免於完全終結。

如前所述，三鬼陽之助看到「老人、年輕人都讀《毛澤東語錄》」，然後自己

也讀，覺得「那關於戰略、戰術、掌握人心等的教誨，也可照樣適用於資本主義

體制下的企業戰爭中」。他於1972年出版《毛澤東語錄入門》一書，並以「拯救你

公司的革命經營戰略」為副題，以企業領導、經商的角度拆解約一百項語錄il。

例如《毛語錄》「共產黨員」一節云：「共產黨員對於落後的人們的態度，不是輕視

他們，看不起他們，而是親近他們，團結他們，說服他們，鼓勵他們前進。」im 

節文抽取自毛澤東1938年〈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呼籲共產黨

員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作用、建立模範。三鬼陽之助將之演繹為企業領袖「不要看

不起無能的社員」，他指，「擢升有能力的社員，給予他們良好的地位，是今日

經營的常識。但另一方面，輕視無能的社員、冷待他們，這樣的例子不是太多

嗎？毛澤東強烈告誡不要這樣做」，並舉日本精工第四代社長今里廣記為例，

指他發現能力較差的社員，不僅不會看不起他們，反而會安慰、鼓勵他們，

使企業和諧in——這種解釋固然似是而非。三鬼陽之助確實在借題發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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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學術論文 解《毛語錄》。例如，毛澤東認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暴動，三鬼陽之

助理解為「宴會不會生出事業的成功」，批評前名古屋精糖社長橫井廣太郎的

「宴會癖」導致公司破產io。這本以企業經營角度來解讀《毛語錄》的書銷情不

俗，在1972年新左翼運動落幕後出版，於1976年已是第十五次印刷出售。在當

時《毛語錄》逐漸失去政治魅力之際，它在日本還有被資本家參考的價值。

資本家對《毛語錄》產生興趣並非特例。當時有一些商界領袖愛讀《毛語

錄》，企圖將毛澤東思想應用於經營之上ip。創立連鎖超級市場大榮的中內功

特別盛讚《毛語錄》是一本優秀的書，由於他是營商者，特別關心裏面講述農

村大眾的部分，自言自己也像毛澤東一樣「以農村包圍城市」：「推動現代經濟

的是大眾，因此如果不掌握大眾的心理就無法做生意。毛澤東說從農村包圍

都市，我也跟他這樣做。」他的意思是，進軍東京時，先在東京都外圍建立勢

力，然後才進佔東京市中心：「關於大榮進軍東京的戰法是，先緩緩地包圍小

岩、浦和、東十條、原町田，待時機成熟，於明年春天，將與扎根於關東地區

的Sanko（サンコー）合併。」iq

在這些資本家眼中，毛澤東是優秀領袖，領導企業的社長可向毛澤東取

經，而優秀的社員則可取範於周恩來。創立高爾夫球用品公司Majesty Golf的

片山豐就渴望有一位像周恩來般的社員。他說：「假如周先生這樣的人來我的

公司，我將要他負責人力資源及總務擔當人員。」言及社長應學毛澤東，社員

則學周恩來ir。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他們認為與其主張「槍桿子下出政權」，

倒不如思考如何以「農村包圍都市」做生意。儘管除中內功之外，似乎沒有商

人真的「師範」毛澤東思想，但他們將毛澤東思想收歸於資本主義的想像，反

映出日本企業家學習《毛語錄》有趣的側面，即一種完全去政治化的利用。

更有趣的是，這種去政治化的現象不獨見於日本人一方，也同樣發生於

進入日本的中國人一方。日中友好協會（正統）為毛澤東思想搖旗吶喊的同時， 

為了確保收入，除了舉辦中國物產展外，其發行的《日本與中國》裏有大量商

業廣告，既有日本親中商社的廣告，也有中國公司為吸引日本人而刊登的廣

告，例如曾出現打着「毛主席語錄」旗號兜售果醬、急凍魚的廣告，令《毛語

錄》成為一種購買商品的號召、呼籲is。《毛語錄》進入經濟相當發達的日本，

被染上商業色彩，可謂是它在日本傳播的一大特色。

六　總結

1960至70年代，左翼思潮洶湧，日本的新左翼運動勃發，《毛語錄》帶着

政治目的而來，要為日本人裝備革命思想，這是其政治傳播的一面。然而，

《毛語錄》在日本形成熱潮，最大原因還是在於日本人本身具有閱讀《毛語錄》

的動機。可以說，日本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賦予《毛語錄》傳播的特殊意義：資

本主義確保了《毛語錄》出版、銷售的自由，其蓬勃發展帶來的社會公害問題、

人心空虛墮落，以及越戰中日本再次成為「戰爭幫兇」等問題，形成日本人閱讀

《毛語錄》的背景。對資本主義社會感到懷疑的日本人從中國思考自身社會的問

題，從《毛語錄》了解紅衞兵、文革的奧秘，探求自身的出路。不過，以知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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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傳播，催生出各種翻譯，弱化了《毛語錄》本身的政治意味。另一方面，

在資本主義社會上層的資本家，亦有部分人從《毛語錄》內發掘營商之道，學

習毛澤東的領導才能。值得一提的是，一如不同文化、典籍或思想從本國流傳

到外地時，會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在地化，《毛語錄》在日本不論作為政治還是

知識傳播，或多或少都具有商業色彩，這可謂它在日本傳播的特色it。

從時間上看，《毛語錄》在日本盛行於1966年末至1972年初。在中國，林

彪事件後文革由盛轉衰；在日本，「淺間山莊事件」引發民眾對新左翼運動產

生反感，甚至不再憧憬社會主義。日中友好協會（正統）與聯合赤軍劃清界

線，聲稱聯合赤軍與毛澤東思想毫無關係，指出他們表面上「高舉毛澤東思

想」，實際上是反革命jk。日共（左派）的機關雜誌《革命戰士》於1966年9月

創刊，至「淺間山莊事件」發生前，每期封面有約70%至80%面積的鮮紅色作

底色，但在事件發生後改變了這一設計，力圖洗脫「赤」（紅色）的形象jl。這

些事件直接令人們對文革的幻想破滅，藉文革、《毛語錄》來尋求出路的希望

落空，《毛語錄》熱度明顯減退。1972年6月及7月，日本仍舉行大型中國物產

展，合共超過一百萬人入場，但人們購買《毛語錄》的百分率降至0.1%左右，

《毛語錄》並非無人問津，但熱潮明顯已過；反映人們仍有意欲購買從中國入

口的廉價產品，但對文革中國的政治想像則步向沒落。

無論如何，《毛語錄》曾在日本有爆發性的傳播，亦有相對穩定的銷量、

遍及不同階層的讀者、最多的外語版本、各式各樣的傳播方式。但《毛語錄》

在日本的流行並不保證中國「輸出革命」成功。《毛語錄》在當時的中國幾乎人

手一本，這種普及要歸因於政治，與日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以「理解」為關鍵

詞的流行完全是兩回事。當《毛語錄》傳播到海外例如日本時，人們的接受、

閱讀呈現多元、複雜的圖景。儘管《毛語錄》在日本的傳播盛況由內在（日本民

間對《毛語錄》的積極接受）、外在（中共主動「輸出革命」）兩種因素推動，但

主因還是在日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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